
從東方主義批判

到社會科學本土化

● 石之瑜

一　對社會科學的反省

阿拉伯裔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提出的東方主義批判1，近年來

引起學術界廣泛的注意，其影響力逐

漸從文學、史學的領域，向社會科學

蔓延。依照東方主義的說法，伊斯蘭

教的子民在歐洲為主體的文本行間，

被鎖在東方這個概念之中，成為一個

只能被研究卻無法發展的對象。其結

果，包括他自己在內，流散在各地的

東方人，一方面內化了來自歐洲的論

述角度，另一方面依然因為宗教、血

緣的關係，繼續遭固定在所謂東方這

個身份中。薩伊德本人就是基督教的

信徒，對於在中東發生的各種流血衝

突似乎特別感到無奈，因此試圖在論

述上將陷入衝突的各方，從他們進行

衝突時所各自仰賴的身份中，加以突

破解放，以便化解因為身份對立造成

的相互殺戮。東方主義批判揭露了歐

洲式的中東概念不但不足以化解仇

恨，甚至是造成人們缺乏發聲位置而

訴諸暴力的原因。

如同東方主義之類的

文化研究，也開始對

社會科學進行批判反

思，指出社會科學的

比較研究所仰賴的某

種跨領域理論假設，

犯了東方主義的謬

誤，以致學者把研究

對象放在一個象徵歷

史進化的現代化標準

上。這種對東方主義

反省的力量，衝擊到

當代的比較研究，包

括中國研究與台灣研

究。

薩伊德不是社會科學家，他沒有

知識論上必須以經驗研究證明他的分

析的壓力，他仰賴的是文學文本字ë

行間可以詮釋出來的立場。但東方主

義批判終於在社會科學界引起震撼，

如同東方主義之類的文化研究，也開始

對社會科學進行批判反思，指出社會

科學的比較研究所仰賴的某種跨領域

理論假設，犯了東方主義的謬誤2，

以致學者未能從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

出發，而是自外而內地把研究對象放

在一個象徵歷史進化的現代化標準

上，使對象社會中的人，因為站在所

被賦予的現代身份中，失去表述自己

情感所需的語言與概念。這種對東方

主義反省的力量，衝擊到當代的比較

研究，包括中國研究與台灣研究。

美國與日本的史學界最早出現批

判的聲音，雖然人數不多，卻因為具有

強烈批判力而備受注目。美國史學界

的批判先鋒是柯文（Paul A. Cohen），

他提出要在中國發展歷史，而不是順

X外來研究者對中國的願望（或遐想）

來構思研究議程3。他最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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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伊德所遭到的批判

與本土化有直接關聯

的，一個是從普遍主

義角度的回應，另一

個是來自伊斯蘭教基

本教義的回應。這兩

種回應都不是從主流

社會科學追求符合現

代化史觀的視域出

發，所以，對話的重

點在於東方主義批判

本身有沒有一個知識

論上的闕如，此一闕

如引起甚麼樣的抗拒

或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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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史學界總是用一種「刺激—反應」的

模式理解近代中國，好像中國沒有自

己的歷史。這個看法在日本學界找到

迴響，而有溝口雄三具體提出要以中

國為方法來研究中國，細心爬梳近代

中國各種發展的軌y，徹底否定史學

界既有的中國史觀，說明中國近代發

展受中國自己的歷史脈絡制約的程

度，遠遠大於受外在衝擊所引導的程

度4。作為東方主義主要批判對象的

歐陸學者，反省趨勢則較美國為明

顯，對於以美國學界為主的中國研究

取向保持警覺，已出現十分普遍的檢

討呼聲5。

對中國研究ë東方主義的傾向，

也受到中國大陸與台灣學者的注意6。

雖然在實際研究取向上持批判態度的

人仍然有限，但有關知識論的講題的

出現，則已形成某種氣候。檢討聲音

中最具有發展潛力的，就是關於中國

研究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已有20年歷

史的社會科學中國化思維，近年在台

灣進一步發展出對台灣這個身份的敏

感度，從而又自中國化的努力之外，

另外形成要求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潮

流，不僅台灣的中國研究要本土化，

包括台灣研究更是本土化的關心所

在。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方興未

艾，對於東方主義批判所引起的迴響

妥為理解，或有助認識台灣學界對於

本土化各種論述的雜陳，本文的出發

點即是東方主義的知識困境，以能為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進程提供一條參與

途徑。

薩伊德所遭到的批判是多方面

的，但與本土化有直接關聯的有兩個

角度，一個是從普遍主義角度的回

應，另一個是來自伊斯蘭教基本教義

的回應7。這兩種回應都不是從主流

社會科學追求符合現代化史觀的視域

出發，所以，以下的對話也不是東方

主義批判者與東方主義者的對話，而

是在主流社會科學之外的各個批判者

之間的對話。這些對話的重點，在於

東方主義批判本身有沒有一個知識論

上的闕如，此一闕如引起甚麼樣的抗

拒或不安？或是東方主義的知識論太

過於現實或太融於具體情境，造成有

關知識論的預設無法獲得其他論述者

的體會？這些知識論上的對話，接X

會用來啟發有關台灣學術界出現的幾

種本土化論述，本文所針對的一共有

四個論述，但並不表示台灣只有這四

種論述，而是這四種論述的主張之間

本身已經形成對話。

這四種本土化主張分別是楊國

樞、黃光國、蕭全政與本文作者所提

出，前兩者是社會心理學範疇之內的

自我檢討，後兩者則是政治學領域的

反省。本文所沒有討論到台灣的其他

社會科學本土化論述，包括葉啟政、

胡佛、瞿海源、蕭新煌、朱雲漢、徐

振國、林端在內的等等，並不是後面

幾種論述不重要，而是所選定的四個

主張之間本身已經出現對話，其中以

針對楊國樞為起點的對話，最近同時

來自黃光國、蕭全政與本文作者，因

此在討論上有其方便性，不僅對話者

已經有意識地在對話，而且還從對話

中進一步形成自己的知識論立場。不

過，在討論中，本文也會透過間接或

加註的方式，邀請並未成為直接對話

的論述者加入。至於反對本土化的立

場主要出現在主流科學陣營中，並非

本文的重點。

二　新馬克思對東方主義
的回應　　　　

對薩伊德的批判力道最強的普遍

主義力量，是來自新馬克思主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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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薩伊德批判力道最

強的，是來自新馬克

思主義。照新馬批判

的推論，後殖民主義

研究只會幫助世界資

產階級化解來自前殖

民地的反彈。其結果

除了造成在地知識份

子無力的抗拒之外，

只能是提醒資本主義

要以多采多姿又多元

的面貌出現，反倒更

有效地穿透前殖民社

會。

新馬克思主義的角度ë，從東方主義

批判一脈而來的後殖民主義，充其量

只能稱為是一種香水，替世界資本主

義結構的剝削制度擦香抹粉，遮掩其

本質8。照新馬批判的推論，後殖民

主義研究只會幫助世界資產階級化解

來自前殖民地的反彈，通過了解殖民

地人民的情緒，調整自己的策略，包

括增加僱用在地的菁英管理階層，吸

收在地的投資，設計適合當地品味的

包裝，甚至研究當地特殊性的副產

品。其結果，東方主義批判不但不能

讓多數在地人警覺到殖民母國（或先

進工業或後工業文明）的帝國主義式

宰制，除了造成在地知識份子一些無

力的抗拒之外，只能是提醒資本主義

要以多采多姿又多元的面貌來到，反

倒更有效地穿透前殖民社會。

以台灣的情形為例，外資在台灣

設立的分公司，幾乎都是以台灣本地

的社會菁英充任公司領導，不論是高

科技的資訊產業，或是大眾消費型的

麥當勞、星巴克咖啡。資訊產品的本

土化主要是中文語境的介入，偶爾有

適應當地需要的軟體，有時甚至回銷

歐美。消費產業中後殖民主義的香水

特性似乎較為明顯，如麥當勞產品線

上會出現適合東方口味的食品，取消

生冷的沙拉，或與其他本地產品進行

聯盟，相互拉抬。外資公司的調整，

讓這些公司生產的全球性產品充滿了

特殊風味，完全符合後殖民主義者所

鼓吹的雜陳、混血、異質現象。然

而，這種調整所達成的更高消費文化

習性，使後殖民地益加歡喜的依賴全

球資產階級，又絕非東方主義批判所

意圖達到的境界，故在台灣的本土化

發展很難謂之為更具有本土性。

進一步的質疑還提出9，今天帝

國主義的性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

去理解的以某個帝國為基礎的帝國主

義不存在了，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去中

心的帝國，亦即一種深入人心的生產

秩序。在沒有中心與邊緣之分的情況

ë，不存在帝國主義的可能性，宰制

者就是每個人自己，即有利於帝國宰

制的文化習性，已經成為人類的生物

構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致於每

一個人都是帝國秩序的維護者。換言

之，帝國只是一種有利於資產階級的

生產秩序，這個秩序本身具有懲罰與

規範的力量，後殖民主義只能混淆人

們對這種宰制性秩序的認知，因為後

殖民主義批判所鼓吹的知識，使得面

貌多變的帝國生產秩序，正由於具備

了混血與雜種的性格，而成為理所當

然的合理現象。原本混血的是前（或

後）殖民地的人民，在母國先進文化

與在地傳統文化的檢證下，對自己身

份認同充滿雜質而不安，時而抗拒傳

統，時而抗拒母國；在帝國秩序中，

後殖民主義者可以輕易揭露，所有全

球生產結構也都是混血的，於是後殖

民地區的人民不會再為自己的不純而

焦慮，心甘情願成為帝國秩序的保¹

者。

新馬克思主義的質疑並沒有得到

東方主義批判者的有效回應，甚至可

以說後殖民主義者大體而言對這種批

判沒有興趣。這除了是因為新馬克思

主義對於帝國的批判從來不是東方主

義所反對的，只是同時注意到，自己

對帝國的抗拒，在沒有適當身份的困

境ë，幾乎是不可能的。東方主義式

的抗拒方法，是既不完全接受所謂先

進的文明標準，但也不完全拒絕之，

故主要希望使人們心中的那種缺乏身

份的不安得以化解，故不是完全針對

帝國主義或帝國秩序。

在這個討論中可以看出，如何回

答知識是甚麼的問題，受到論述者本

身情境的影響甚鉅。新馬克思主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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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本土化論者

也將面臨知識論選擇

問題，亦即本土化的

目的是要將知識的產

生放在具體的本土研

究對象上，還是要將

知識視為全球性結構

中的一環？在推翻普

遍進化史觀的同時，

這個被解放出來的本

土的人，是不是還要

找尋另外一個普遍性

的視野來理解自己？

判的重心，是全球生產結構的宰制性

日益強固，因此不能忍受後殖民主義

與東方主義批判陷在文學文本之中，

看不見壓迫的本質來自何方。可是東

方主義面臨的危機是立即而明顯的，

亦即人們因為自己身份的不純，而出

現對外征服摧毀的侵略性行為，造成

人命一再地大量流失。這個流血衝突

的源源不絕，來自行為者內生的焦

慮，是東方主義批判者理所當然關心

的問題。薩伊德作為文化混血的阿拉

伯裔人，相較於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者而言，具有相對明顯的本土性，其

知識範疇就更貼近中東地區正在出現

而難解的危機。對薩伊德而言，中東

的殺戮或「九一一」的攻擊行動，是比

帝國秩序更直接的恐怖。故一旦進入

了本土情境，則每一個人基於自己的

混血性，就具備了從自己身份來論述

知識的正當性，造成新馬克思主義揭

穿全球性生產結構的知識失去結盟對

象，從而有了以上的批判。

社會科學本土化論者也將面臨同

樣的知識論選擇問題，亦即本土化的

目的是要將知識的產生放在具體的本

土研究對象身上，還是要將知識視為

一個全球性結構中的一環？如果本土

化的目的是以抗拒西方（歐洲）知識標

準，重建普遍主義之外發言的身份，

就不能不迴避普遍主義的知識論，則

取代歐洲近代知識結構的其他普遍主

義知識何在的問題，自然引不起興

趣，因為這個問題強迫人們將本土化

的目的，放回一個非本土為依據的歷

史目的之中。因此要問，在推翻普遍

進化史觀的同時，這個被解放出來的

本土的人，是不是還要找尋另外一個

普遍性的視野來理解自己？從新馬克

思主義對後殖民主義的批判中似乎看

出，這一類知識何在的問題沒有固定

的答案。

三　基本教義對東方主義
批判的回應　　

但對於另一批人而言，東方主義

看來是反知識論的，因為它摧毀了基

本教義派堅信的身份認同，把所有關

於本質化的歷史傳統與宗教信仰貶為

想像，鼓勵人們歡迎混血，顛覆民族

的純潔。薩伊德個人的遭遇說明了問

題的嚴重，他除了在知識立場上遭到

抨擊之外，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受到

威脅，表示他這個信奉基督教的阿拉

伯人的單純存在，都是對基本教義的

顛覆。這些經驗似乎顯示，被薩伊德

認為是文化混血的人，並不會因為論

述上有了堂堂正正地表達混血的概

念，就真能接受自己是文化混血的狀

態，或放棄追求淨化的需要；相反

地，他們反而還可能因為薩伊德這樣

的混血者安於現狀，背叛傳統，而感

到更加焦慮。的確，如果每個人都是

自己，每個自己都可以成為身份典型

的話bk，傳統（歷史、宗教、文化、血

緣）所賦予的身份，似乎就沒有意義

了。

東方主義的批判不能有助於反帝

動員的原因就在於：它讓人們對於現

狀採取容忍的態度，使得關於傳統的

知識論失去了作為知識的意義，則作

為傳統或本土壓迫者的外來帝國，也

就不構成一種威脅。知識的來源變成

是外來的帝國文化，這為甚麼可以接

受？傳統身份的喪失又為何不必憂

慮？薩伊德在回答這些抨擊的時候，

有一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的

味道，因為他承認自己沒有要反帝，

甚至暗示反帝其實是在反抗自己身份

中至今不能祛除的帝國文化影響。但

是，這能夠讓巴勒斯坦人的命運，變

得更能被巴勒斯坦人自己所正面地看

待嗎？他們應該在現實完全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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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主義的批判不能

有助於反帝動員的原

因就在於：它讓人們

對於現狀採取容忍的

態度。薩伊德在回答

這些抨擊的時候，有

一點「菩提本無樹，明

鏡亦非台」的味道，因

為他承認自己沒有要

反帝，甚至暗示反帝

其實是在反抗自己身

份中至今不能祛除的

帝國文化影響。

變化的前提之下，重新整理自己的態

度嗎？

在本土身份堅強的人眼ë，不論

是東方主義批判者或他們的後殖民主

義同路人，都是在解決他們自己的身

份問題。後殖民主義文學是帝國內部

學術機構ë發展出的批判，其效果是

在提升文化混血的帝國知識份子的地

位，與這些知識份子在後殖民地的聯

盟無關，作為他們在後殖民地的結盟

者是一件尷尬的事，因為對這些帝國

內部的後殖民作家支持，就是在混淆

本土與帝國之間的區隔。如果這個區

隔混淆了，則人們有甚麼動機幫助一

位和自己分享某種共通身份的遠方學

者？不過如果因此不予支持，即等於

將後殖民學者歸為帝國的一邊，這將

更可怕，表示後殖民地的現代化所帶

來的衝擊，遲早要把所在地的人也變

成到帝國的一邊。於是，那些後殖民

作家返回殖民地尋求結盟，對在地知

識界是一件如此另人困擾，甚至生氣

的事，返國的客人把在地人本來可以

理解的世界，變得充滿不確定，使帝

國對自己潛在的吸引力也被揭露，趨

從也不是，拒斥也不是。

著名的後殖民作家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在返回印度尋求奧

援的時候，非常具體地遭遇到本土知

識圈與她的距離感，人們甚至試圖在

身份上將她區隔，諷刺她返回印度是

搭乘X進步的羽翼而來bl。不過，這

並不能就說，相較之下，身在中東的

阿拉伯學者或身在印度的學者，就一

定比薩伊德或斯皮瓦克更本土。照薩

伊德或斯皮瓦克的立場，後殖民地的

學者未必掌握到，他們所執X的本土

文化是處在不斷地變遷之中，這些變

遷在帝國主義散播之下不可避免地發

生調整，而且調整中已經吸納了帝國

的文化價值。後殖民主義批判作家相

信，單純地反彈是不夠的，對自己的

變遷以及傳統的不可本質化，必須有

更深的反省。

誰的問題意識方才能稱之為知識

的起點呢？在來自本土的挑戰中，那

些試圖將衝突中的在地人從淨化的身

份中解放出來，希望藉此化解衝突的

後殖民主義批判作家，在此，他們不

再是因為太融入具體情境而遭（新馬

作家）指責為忽略全球生產結構，而

是因為看似虛無飄渺，遠在天邊，而

被指責為是與本土需要格格不入。於

是，本土性不再像是面對新馬克思主

義時那樣，是留在東方主義批判者的

一邊，而似乎移到了在地學者的一

邊，蓋在地的本土學者對自己所在社

群本身的需要及判斷，作為本土知識

的根本來源更有政治正確性。這種基

本教義的本土觀，預設了有某一種明

確的本土疆域，此一疆域可以用地域

的、血緣的、文化的、政治的手段區

隔出來，唯有在區隔之後，本土的知

識才有可能。這時後殖民主義者與普

遍主義者都可以成為本土知識的生產

者，只要他們的出發點是以區隔出來

之後的本土社群利益為考量，比如後

殖民主義觀點可以解決台灣主權範圍

內部少數族群或離群的認同問題，而

普遍主義可以設計出台灣要如何利用

全球生產結構的大戰略。

在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議程上，同

樣出現的一個疑點是，本土化應否視

為是為了本土利益而進行的社會科學

研究？如果是，本土的範圍必須先加

以界定，才能將位於本土範圍內的人

當成思考的主體，將心比心設計有利

於他們利益的研究議程。如果不是，

就表示關乎本土的知識，超越了本土

人的主體身份所體會的利益需求，還

包括其他課題，比如這個主體身份所

體會到的利益需求從何而來，主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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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科學本土化的

議程上出現的一個疑

點是，本土化應否視

為是為了本土利益而

進行的社會科學研

究？楊國樞曾撰文說

明本土化的重要性、

本土化的一些原則與

方法。對他而言，知

識最終是要具備普世

性的，所以各地的社

會科學家未來需要做

整合，可見他的本土

社會科學並不僅止於

說明本土現象而已。

份與需求如何影響或制約被定位為本

土人的主體意識等等。東方主義批判

者追求超越東方，並同時認可東方，

這和寧願接受東方身份後拒絕再流動

的本土知識份子，很難取得知識論上

的調和。

四　四種本土化主張的對抗

從社會科學中國化出發，後來改

提社會科學本土化，並致力於發展華

人社會心理學的楊國樞，在《本土心

理學》創刊號發表了一篇六萬字的學

術宣言，說明本土化的重要性、本土

化的一些原則與本土化的方法bm。這

基本上是一個方法學上對主流社會科

學的修正，因此他主張方法上的多元

論，接受以本土的概念為基礎的研究

議程，不以普世的比較性架構為研究

的起點。準此，研究者應當採用能夠

妥當說明本土現象的任何概念與方

法，故而當然包括西方社會所慣用的

研究方法，然而同時承認目前社會科

學中的方法發展於西方社會，並不適

合於用來說明華人社會全部的心理現

象。楊國樞不主張事先規定研究方

法，但相信任何一個研究課題的方法

不能漫無標準，所以仍有好壞之別；

另外，他並不主張本土研究方法只能

是本土的研究者才可以用，故即使是

在地學者研究在地人，也須注意追求

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契合。

不過，對楊國樞而言，知識最終

是要具備普世性的，所以各地的社會

科學家未來需要做整合，可見他的本

土社會科學並不僅止於說明本土現象

而已。普世性的整體知識仍然是客觀

的，經由各地本土化以後的社會科學

方法的挖掘，這些透過多元方法所產

生的客觀知識相互聯繫，可以形成一

個整體的人類心理學。這時候的人類

心理學，就與主流社會科學在一元的

方法論之下發展的普世性知識甚為不

同。本土方法是通往人類知識的唯一

途徑，既然研究者可以超越任何一個

特定的本土，進入其他的本土研究議

程，所以本土方法所得出的知識仍具

普世的意義，讓人類的通性可以更準

確地被掌握。

楊國樞的方法與知識論息息相

關，雖然他不是以人類的通性為起

點，但相信最後反而更有助於發現人

類通性，這個知識論道出他沒有具體

明言的方法論，那就是甚麼方法都

好，只要能說明本土的心理過程，就

是在對人類通性何在這個問題作答的

貢獻。楊國樞因而仍堅持知識論上的

普遍主義與客觀主義，只是不承認當

代主流科學的方法能夠達到這個目

標。正由於他已經接受了普世性知識

的可欲性，所以他對西方的批判，只

能限於西方社會科學家的發現並非真

的是普世性這一點，這時他所謂的本

土性何在，就不能不受懷疑。而方法

上的本土化怎樣接受知識檢定，他也

沒有交代。他不像胡佛，胡佛是要從

本土經驗中提煉出普世性的人類行為

研究方法bn，楊國樞這樣在方法上放

棄普世，在知識上以普世為目的的主

張，果然在本土心理學脈絡之下引起

修正。

黃光國於是把本土化的討論提升

到知識論的層次。他不認為研究方法

可以作無限的開放，任何方法必須符

合知識上的一些要求，這些要求在有

關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中已經汗牛充

棟，他主張吸收這些知識論的智慧，

畢竟社會科學原本就是西方學術傳

統一脈而來，所以要談社會科學本

土化，不但不能拋棄西方的知識傳

統，反而還該加以深究學習，掌握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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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主張，要深究

學習西方的知識傳統

後，才有資格探討本

土化的問題。在新馬

克思主義找尋普世結

構的視野|，黃光國

接受西方知識論的結

果，只能讓他所發現

的那些看似不具共性

的在地知識，成為規

範在地人的論述工

具，就如同是幫助主

流社會科學家推銷一

元知識論的香水。

謂知識之後，才有資格探討本土化的

問題bo。所以黃光國對西方學術的批

判基礎，是先站在西方所已經發展成

熟的起跑點上，如此才有與西方對話

的能力，所發展出的研究成果，才能

受到尊重，使本土的知識系統與西方

社會的知識系統並列。可以說，黃光

國的本土化與楊國樞的在知識論上完

全相反。

對黃光國而言，本土的知識與所

謂西方的知識是沒有共性的，所以不

存在楊國樞那個關於人類心理學的未

來知識境界。他自己就在西方個人主

義方法論與社會交易理論的脈絡下，

發展出了一套專屬中國人的權力遊戲

知識bp，他之所以在關於中國人特殊

性的研究結論上仍能與主流社會科學

對話，正是因為知識論的共享。他這

種共享知識論卻不能共享知識的主

張，本文作者稱之為後現代的科學主

義bq。另一方面又有林端稱之雜家，

原因是西方的知識論傳統多端並進，

黃光國則熔為一爐，並大括之為社會

實存論，由於他並不能充分掌握知識

論本身的多元，故充其量黃光國只是

截長補短的一家之主張br。黃光國並

不介意這一類批評，因為他是在藉西

方的知識論語言取得與西方的對話資

格，即使他借用的哲學家之間存有諸

多公案難斷，他也並沒有要介入的意

思。

可是黃光國的知識論立場會不會

妨礙到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呢？楊國樞

就對黃光國的權力心理分析採用了主

流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有所保留，認為

這個方法不能用來研究義務與責任導

向的心理現象bs。所以對黃光國來說

屬於本土心理的特性，既然堅持了西

方的知識論，在楊國樞看來已經不本

土（或不中國）了，這就像反對薩伊德

的基本教義派，不能接受薩伊德等人

與自己分享同一身份的宣告。相反

的，黃光國則如同後殖民主義在揭穿

在地人，所謂的本土，早就掉進西方

科學主義知識論的設定，若不自知，

不如坦然接受。而楊國樞又不全像基

本教義派，因為他邁向人類心理學的

知識目的，又帶有新馬克思主義找尋

真正普世結構的風格，在這種普世的

視野ë，黃光國接受西方知識論的結

果，只能讓他所發現的那些看似不具

共性的在地知識，成為規範在地人的

論述工具，就如同是幫助主流社會科

學家推銷一元知識論的香水。

不論是楊國樞或黃光國，對於本

土之指涉為何並未嚴格規範。楊國樞

的本土化心理學與華人心理學是互用

的兩個概念，他當然不反對各地華人

社會產生不同的心理。不過，他由小

而大，由微觀的基層向宏觀的高層逐

步演進的目的很清晰，以至關於台灣

的社會心理知識，就不得不放在華人

心理學之下來進行研究設計。至於黃

光國，早年雖然也研究華人心理bt，

但近來在知識論的探討下益加重視台

灣作為一個單獨的本土單位。對黃光

國而言，本土範圍怎麼劃並不是問

題，任何本土的範圍，都應該在同一

套知識論之下來進行研究設計。楊國

樞對本土範圍的處理方式，與黃光國

的不處理方式，引起對於本土範圍非

常敏感的蕭全政的注意。蕭全政認為

所謂本土的指涉，理所當然應該是台

灣，因此他認為楊國樞的華人心理學

不能屬於本土研究ck。華人這個概念

主要是中國大陸，將台灣的社會科學

放進華人的範疇，甚至有反本土的可

能性。

蕭全政最早是用國民主義作為研

究設計的參考依據，國民的範圍是指

台灣則無庸置疑cl。他認為社會科學

的研究，應當與研究者所處的情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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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全政認為社會科學

研究應當與研究者所

處的情境相契合，但

他並不否定科學主義

所預設的外在結構。

他是用研究者的位置

在定義本土，故社會

科學本土化是指為了

本土而進行社會科

學。他所沒有明確解

決的問題是如何界定

研究者的位置，而很

直接用台灣的概念來

界定從事社會科學本

土化的本土。

契合，但他並不否定科學主義所預設

的外在結構，然而如何理解這個外在

結構，是隨研究者的主體地位而不

同，因此同樣是客觀實存，在行為上

所牽動的結果卻會不同。這ë，客觀

實存與研究者的主觀位置得到了聯

繫，因此蕭全政在客觀主義與科學主

義本體論上，並沒有與楊國樞或黃光

國分開，他甚至在本土知識與非本土

知識是否具有共性這一點上接近楊國

樞，可是他們卻對於本土的概念有南

轅北轍的差別。

蕭全政是用研究者的位置在定義

本土cm，故社會科學本土化是指為了

本土而進行社會科學。但楊國樞的本

土化是對研究對象的契合與靠近，所

以有一種要超越研究者地位的科學立

場在其中，即不讓研究者自己的位置

影響到研究結果。蕭全政完全相反，

是有意識的認知到研究者的位置，他

所沒有明確解決的問題是，研究者的

位置如何界定，而很直接地將從事社

會科學本土化的本土用台灣的概念來

界定。這與他主張國民主義，接受國

際政治學以主權範定疆域的現實主

義分析模式有關，而用台灣當成是

本土的範疇是政治學所已經決定了的

事cn。在這一點上他接近了黃光國，

即必須在西方知識傳統上來與西方對

話，才能讓關於本土的知識獲得尊

重。比較楊國樞、黃光國與蕭全政會

發現，即使同樣視知識為客觀的與科

學的，主張卻仍可如此不同。

相較於前三個本土化的立場，所

缺少的一種本土化觀點是能對科學主

義加以批判檢討的，本文主張研究者

與研究對象同樣必須關注，故在研究

對象方面，支持楊國樞主張的契合

說，並稱此為神入的方法學co。這種

方法要求研究者不可以設定研究議

題，而應該讓研究對象引導發問。因

此研究者的第一個問題，應當就是研

究對象所正要解決的問題；第二個問

題則是問研究對象要解決的問題是如

何在歷史上發展而來cp。但此地所謂

的方法論是一種無方法論，與楊國樞

的多元方法論針鋒相對，蓋神入研究

的知識論是相對的與多變的，認為各

個研究者的知識需要各有不同，這點

與蕭全政相同；但因為主張每個研究

者的主體身份卻會依情境而發生流

動，因此又與蕭全政迥異。

筆者主張研究者應該對自己的知

識位置明確反省，但拒絕用外在客觀

實存的概念來決定研究者的主體身

份，所以對筆者來說，楊國樞的本土

範圍定在華人，黃光國的不決定，以

及蕭全政的定在台灣，三者都是有意

義的。但每位研究者都應當經常自我

反省，自己這個關於本土範圍的決

定，預設了甚麼樣的本體論、目的論

或知識論。至於筆者的本土範圍在研

究中則發生不斷變動，在與主流社會

科學的中國研究界對話時，本土範圍

是由儒家文化範定，故與楊國樞相

同；但在與台灣學界對話中國研究的

時候，本土範圍是由儒家文化與西化

共同構成的後殖民自我在指涉。如何

決定本土範圍，是由研究對象所提的

問題在引導設定，另一方面也由對話

的對象在互動時的情境所引導設定，

故很難有一個事先能掌握的標準，以

致徐振國批評筆者是處在一個失去重

心的狀態中cq。

蕭全政警告研究主體不可迴避自

身的位置，筆者在同意之際卻又不得

不辯稱，這個自身的位置不可以固

定，唯有如此，研究者才有可能進入

研究對象的情境，來去自如，避免研

究者的主體身份與研究對象的身份實

踐發生衝突，導致無法神入，並造成

知識建構中研究對象的異化。由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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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主義是以抗拒為

目的的一種知識批

判，抗拒者往往具有

某種身份的主張。在

台灣，社會科學本土

化的提出，也是代表

 對主流社會科學一

意建立歐洲中心的普

遍主義的抗拒，既然

抗拒經常隱含身份主

張，社會科學本土化

的號召就免不了關於

身份的探討。

識是在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的辯證互

動中產生，研究主體的位置也難免隨

X研究活動發生變動，這是為甚麼筆

者認為不宜承認有客觀實存，並進一

步否定所謂主觀與客觀的區別。筆者

認為知識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再回

到理論的不斷的過程。在這一點上，

等於接受了薩伊德的混血身份，把研

究者與研究對象同時解構，這時的知

識具有高度的情境性與偶然性，故認

為本土研究的目的，是為研究者與研

究對象保留（甚至開創）種種偶然的機

緣。

五　從抗拒到迴避的
知識論風格

東方主義是以抗拒為目的的一種

知識批判，抗拒者往往具有某種身份

的主張，這個主張自然也會引起新的

對立，東方主義對於伊斯蘭身份的反

省，果然引起各方的質疑，我們關心

的是同樣在質疑主流論述的其他人

（新馬克思主義者、基本教義派）如何

看待東方主義，然後發現他們對於身

份認同有各自的主張。在台灣，社會

科學本土化的提出，也是代表X對主

流社會科學一意建立歐洲中心的普遍

主義的抗拒，既然抗拒經常隱含身份

主張，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號召就免不

了關於身份的探討，這個身份探討說

明了，每種本土化立場都有身份認同

上的效果，至於這個效果能不能回溯

到每一種主張提出時的意圖，本文沒

有加以判斷，但是如果本土化對於身

份的建立確實發生影響，則如何選擇

本土化，或如何抗拒主流社會科學，

就不得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楊國樞對主流社會科學抗拒的重

點，在於挑戰其所建構的普世行為知

識，認為那不是真的普世的，普世知

識必須仰賴各地本土研究者，依照適

合的本土方法所得的知識逐步累積。

這個主張既有新馬克思主義以自己的

普世結構，挑戰資本主義普世結構取

而代之的氣魄，又有基本教義派那種

本土身份不可超越的抗拒意識。黃光

國則是在接受西方知識論的前提下，

抗拒主流社會科學對於知識共性的主

張，也迴避楊國樞用華人來定位本土

的選擇，使得台灣可以理所當然成為

一個產生知識，且是屬於與其他地區

不具共性的知識場所，且是可以為西

方接受的知識場所，如此華人與西方

都不能壟斷本土，卻又都影響到本土

知識的產生，則本土的概念就不能簡

單地置於華人的範疇之下。

蕭全政如同黃光國，不願在華人

的範疇之下來定位本土，但他並沒有

採用迴避的策略，而是將本土的焦點

轉移到研究者的主體意識中，於是將

主張華人社會科學的楊國樞排除於本

土研究之外。其中他將研究者帶入的

主張，是本文作者一向的研究態度，

可是筆者對於華人身份沒有抗拒，反

而是對蕭全政要用台灣主體來完全地

界定本土有所抗拒。但筆者的抗拒手

法類似黃光國，那就是用一種迴避的

策略，拒絕對本土的範圍作規定。筆

者的迴避可能比黃光國更極端，即不

接受主流社會科學知識論中的主客觀

二元對立，與黃光國類似之處在於，

兩者都採取東方主義式的立場，即甚

麼都承認有一點。只是與黃光國相較

而另成一格的是，筆者有意識地不讓

任何既有知識論佔據，故一方面支持

黃光國對知識共性的否定，另一方面

又反對黃光國迴避不讓研究對象自己

決定本土的指涉，也反對他將本土知

識的意義用主流社會科學的知識論來

規定。如果黃光國是類同於主張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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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主義批判所激盪

出來的各種再批判顯

示，抗拒是一種身份

上的自我揭露，使參

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

人改採迴避策略。如

筆者的研究者與研究

對象相互構成，反對

方法論而容許研究者

與研究對象各自開創

知識。如此我們迴避

了身份的特定內涵，

使身份作為知識論的

一個功能、或效果、

或目的，是社會科學

本土化發展至今的重

要特色。

的後殖民主義式知識論，筆者或許可

以類同於不斷再混血、反混血、重混

血的後現代主義式知識論。

筆者雖然認為楊國樞與黃光國之

間，是一種科學主義陣營內部的鬥爭，

但若把蕭全政的研究者本土意識加入

之後，發現在身份認同上，楊國樞的

抗拒策略與筆者的迴避策略反而又接

近起來，都對華人作為本土知識的生

產來源正面積極接受。然而，筆者另

外藉由所有其他身份都可能成為知識

來源的機緣，抗拒任何一種特定身份

（包括華人）的知識生產所可能帶來的

壟斷，這個看法必然不是主張固定研

究主體身份的蕭全政所能接受，更不

是認為本土知識具有客觀性的黃光國

所能接受，當然也不是以普世人類心

理學為知識目的的楊國樞所能接受。

東方主義批判所激盪出來的各種

再批判顯示，抗拒是一種身份上的自

我揭露，這個自我揭露並不一定具體

或直接由自己來執行，而可能是對抗

拒者之間的再批判所造成的效果，再

批判於是就同時是身份的揭露。這一

連串揭露的影響所及，使參與社會科

學本土化的人學習改採迴避的策略，

黃光國與筆者都是例子，他們將自己

放在不止一種身份中，比如黃光國雜

家式的西方知識論，加上本土知識論

的知識無共性主張，或如筆者的研究

者與研究對象相互構成，加上反對方

法論而容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各自開

創知識的主張。如此我們迴避了身份

的特定內涵，使身份作為知識論的一

個功能、或效果、或目的，是社會科

學本土化發展至今的重要特色，有可

能回過頭來對關於東方主義批判的辯

論，提供一些啟發。

東方主義批判是在抗拒中尋求認

可，於是形成對不同身份認同者的威

脅，這ë涉及論述者自己所需要處理

的當下危機為何，或所浸淫的問題意

識為何。如果當下流血衝突十分慘

烈，則具體提供第三種身份選擇的批

判策略如東方主義就十分必要；如果

面臨的是失去位置所造成的沮喪或能

動性的喪失，則基本教義作為暫時的

解決方案有其效果；如果碰到的是霸

權宰制，或弱勢失聲的宏觀歷史，則

後現代的顛覆有其作用。黃光國是在

衝突的身份中謀求第三種知識的基

礎，蕭全政與楊國樞則是在努力保留

特定身份作為知識來源的正當性，而

筆者是試圖從無所不在的科學主義霸

權之下尋覓顛覆的契機。假如東方主

義的批判面臨的抗拒過於龐大，則後

現代式的顛覆或可有參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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